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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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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

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

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 2007—2017
年中国与 4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

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 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

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 异质性检验

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
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

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 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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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
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关键词:一带一路;互联网基础设施;贸易效应;贸易成本;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52. 7;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3-0019-15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综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持续改善,互联网红利得到持续释放,
传统企业与行业边界被打破,信息等资源要素的跨境流动逐渐加快,有力地促进了跨境贸易和投资

的发展。 2015 年 3 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提
出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和抓手打造“一带一路”商贸流通平台。 其中,贸易畅通是建设的重点,设施

联通是建设的硬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且为其提供支撑。 同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首次肯定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属性,强调了其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

八次提及互联网,强调积极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为贯彻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展开了广泛的投资与合作,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互联网基

础设施,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许多关键性成果,如中国—东盟信息港开通,中阿网上丝绸之路启

动,泰国架设近 7. 5 万个村庄的高速网络,“老挝一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中巴光缆”建成运行,等
等。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合作的持续推进,研究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改善的

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持续完善贸易结构,进而

应对长期、复杂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外贸的不利冲击,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既有大量文献探讨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Koutroumpis 将宏观生产函数嵌入到

微观模型,以 2002—2007 年 22 个 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表明一国的互联网基础

设施越完善,越有助于该国经济增长[1] 。 Czernich 等注意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以语音电话网络的铜线和家庭配线架之间的有线电视网络同轴电缆作为互联网

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并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效应,依然证实互联网基础设施有

利于经济增长[2] 。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别于交通、电力等其他基础设施,更多地表

征信息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容易影响企业生产效率。 Dunnewijk 等指出,互联网基础设施会通过“传

统路径”和“网络路径”展现出信息化的良性机制,其中,“传统路径”是指互联网作为信息化技术会

在企业生产运营中得以应用从而直接提高企业生产率,“网络路径”则表示互联网的技术溢出和扩

散会通过网络效应贡献于全要素生产率[3] 。 Jiménez 等也认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具备“科技”的属

性,可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4] 。 也有部分文献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跨境贸易的影响。 Freund
和 Weinhold 发现互联网基础设施对服务贸易有着正向效应[5] 。 Freund 和 Weinhold 采用 1995—
1999 年 56 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发现互联网基础设施存在积极的贸易效应,尤其对于欠发达国家[6] 。
Bojnec 和 Fertö 侧重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也得到了正向贸易效应的结论[7] 。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跨境贸易的作用渠道。 李坤望等认为,信息化技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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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企业的出口量[8] 。 施炳展指出,互联网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帮助企业节约

信息成本从而促进出口[9] 。 潘家栋和肖文基于中国对 21 个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经验证

据,发现互联网会通过降低成本来促进出口,并且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效应强于发展中国家[10] 。 诸如

上述文献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表征信息化水平,有利于推进经济增长或促进对外贸易,对贸易的

传导渠道既可能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也可能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实现,且因对象经济发展不同

而呈现出口效应差异。
为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传导渠道,本文在研究阐释互联

网基础设施对贸易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构建 2007—2017 年中国与 4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

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展开实证检验。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

在研究思路、样本选择和估计方法方面都有所拓展。 第一,研究思路方面,以往大量文献大多考察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少探讨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实证识别其作用渠道

的尤为少见,而本文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实证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跨境贸易的传导

渠道。 第二,在样本选择上,有别于潘家栋和肖文[10]仅选取 21 个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本
文聚焦中国与 4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见表 1)。 第三,在实

证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传导渠道时,为克服现有数据库中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缺

失值较多的问题,科学测算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并选用递归方法对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表 1　 样本国家、分类及其 ISO3 代码

发达国家(12 个)

斯洛伐克(SVK) 匈牙利(HUN) 斯洛文尼亚(SVN) 波兰(POL)

捷克(CZE) 保加利亚(BGR) 克罗地亚(HRV) 立陶宛(LTU)

拉脱维亚(LVA) 爱沙尼亚(EST) 希腊(GRC) 塞浦路斯(CYP)

发展中国家(21 个)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RE) 土耳其(TUR) 科威特(KWT) 尼泊尔(NPL)

柬埔寨(KHM) 新加坡(SGP) 老挝(LAO) 巴林(BHR)

沙特阿拉伯(SAU) 泰国(THA) 黎巴嫩(LBN) 卡塔尔(QAT)

孟加拉国(BGD) 越南(VNM) 斯里兰卡(LKA)

文莱(BRN) 约旦(JOR) 马尔代夫(MDV)

印度尼西亚( IDN) 印度( IND) 蒙古(MNG)

转型经济体(12 个)

波黑(BIH) 亚美尼亚(ARM) 摩尔多瓦(MDA) 阿塞拜疆(AZE)

吉尔吉斯斯坦(KGZ) 白俄罗斯(BLR) 阿尔巴尼亚(ALB) 哈萨克斯坦(KAZ)

乌兹别克斯坦(UZB) 格鲁吉亚(GEO) 马其顿(MKD) 巴基斯坦(PAK)

二、研究假设

(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直接贸易效应

互联网基础设施可通过乘数效应和广告效应途径直接扩大进出口贸易需求,加快可贸易商品

和服务的流动。 从乘数效应看,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一项政府公共支出或具有“公共”属性的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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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会发挥乘数效应,既提高边际资本产出率,增加产品与服务的出口进而诱发更多的出口需求,
也增加国民收入引致更多的进口需求。 从广告效应看,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消费者可接触

到越来越多的国外商品与服务,尤其在国内难以满足其多样化需求的情境下,容易形成对国外替代

产品的进口需求;生产者可借助互联网基础设施本身搭载的网络、组织、系统等功能,突破地理空间

的限制,更加便捷地推介商品与服务,加快可贸易商品或服务在贸易供需双方之间的流转,扩大出

口需求,进而有利于促进该国的对外贸易。 况且,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信息化水平,帮助服

务突破储存和运输限制,推动生产与服务的分离,提升服务的可贸易性。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互联网基础设施会对贸易形成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间接贸易效应

互联网基础设施可通过减少跨境贸易的信息不对称、扩大贸易市场稠密度、优化贸易组织方

式、降低货物通关成本等渠道有效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提高贸易流量。
第一,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减少跨境贸易的信息不对称来提高贸易流量。 互联网可有效组织

供需双方借助搜索引擎迅速获取对方报价[11] ,减少跨境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贸易企业与客

户、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的沟通协作和交易成本,提高进出口方的搜寻匹配率。
第二,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扩大贸易市场稠密度来提高贸易流量。 互联网基础设施可创造更

大的跨境交易市场,拓展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使企业可以接触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贸

易厂商,为不同门类复杂产品的贸易创造有利条件[12-14] 。
第三,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优化贸易组织方式来提高贸易流量。 互联网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不

同中间产品企业的分工合作和服务外包,提升企业协同效率,有效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如减少错误

率、浮动时间和缓冲性存货,降低销售与管理费用,改进现金流等,从而创造更多的贸易流量。
第四,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降低货物通关成本来提高贸易流量。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改善,会提

升政府部门的信息化水平,有利于提高进出口商品的通关效率,帮助企业节约通关时间和费用,进
而扩大货物贸易量。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互联网基础设施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应。
互联网基础设施如同“润滑剂”,会加快创新要素资源流动,通过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完善产业

链条引致的技术外溢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其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第一,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提升企业研发能力,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

扩大贸易量。 一国丰富的互联网资源可提高该国人力资本质量,使得该国劳动者能够有效地通过

在线学习和网络培训提高研发技能,促进资本积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从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8,15] ,增强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进而促进该国的对外贸易。
第二,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提升产业融合度,完善与贸易相关的产业链条,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进而扩大贸易量。 互联网会打破传统企业与行业的边界,促进企业间的跨界融合,提升企业与上

下游企业的协同效率,延伸贸易产业链,容易引致更多的技术溢出,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16-17] 。 据此,本文提出相关假设。
H3:互联网基础设施会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贸易效应。
综上分析,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路径分解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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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路径分解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借鉴张

秀武等[18] ,采用递归方程依次对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渠道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检验互联

网基础设施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系数是否显著,若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若
不显著按遮掩效应立论。 (2)分别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贸易成本或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检验估计

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若系数显著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反之需要做进一步检验。 (3)对互联网基础设

施和贸易成本或全要素生产率与双边贸易量同时进行回归,在控制中介变量作用时检验互联网基础设

施对双边贸易的系数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说明部分中介效应明显,反之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 如果

第二步中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贸易成本或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或第三步中介变量的估计系

数不显著,则需要采用 Sobel、Bootstrap 或 MCMC 检验做进一步识别。 考虑到 Bootstrap 检验在估计置

信区间时比其他检验方法更为精确[19] ,本文主要采用 Bootstrap 检验进行识别。
递归方程构建如下:

tradeit = α + β1 internet it + 􀰐θX it + γ i + δt + εit (1)

mediate_varit = α + λinternet it + 􀰐θX it + γ i + δt + εit (2)

tradeit = α + β2 internet it + σmediate_varit + 􀰐θX it + γ i + δt + εit (3)

其中, i、 t 分别表示国家、年份,trade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

易额;internet 是关注变量,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mediate_var 为中介变量,
即贸易成本(cost)和全要素生产率(tfp)。 X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

方程(1)的 β1 衡量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 方程(2)检验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

产率的中介作用,以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方程(3)通过解释变量中加入关注变量和中介变量对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解,其中: β2 表示直接效应,即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贸易的影响; σ 表示间

接效应,刻画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跨境贸易产生的影响。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对外贸易(trade),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规模来衡量,同时为了区分贸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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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体估计时将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分解为出口规模(export)、进口规模(import)。 数据来自于世

界银行 WDI 数据库。
2. 关注变量

互联网基础设施(internet),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每百万人)计

算。 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3. 中介变量

(1)贸易成本。
借鉴 Novy[20-21] ,将贸易成本的测算公式设定如下:

τ ij = τ ji = 1 -
export ij × export ji

(gdpi - export i) × (gdp j - export j) s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2p-2

(4)

export ij × export ji = si(gdpi - export i) × s j(gdp j - export j) × (1 - τ ij) p-1 × (1 - τ ji) p-1 (5)
si = s j (6)
其中: τ ij 表示 i国和 j国的贸易成本,gdpi、gdp j 分别表示 i、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export i、export j 分

别表示 i和 j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量。 借鉴钱学锋和梁琦[22] 、 Anderson 和 Yotov[23] , 将式(4)—(6) 中

s(可贸易品所占份额)、p(替代弹性) 分别取值 0. 8 和 8,测算年均贸易成本①,结果见表 2。
表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年均贸易成本

国家代码 τij 国家代码 τij 国家代码 τij 国家代码 τij 国家代码 τij

VNM 0. 254 IND 0. 388 LAO 0. 448 BLR 0. 487 HRV 0. 541

ARE 0. 262 SVK 0. 389 TUR 0. 451 BGR 0. 487 GEO 0. 547

THA 0. 285 CZE 0. 409 BHR 0. 455 LKA 0. 512 LBN 0. 561

SGP 0. 310 KWT 0. 416 UZB 0. 462 LTU 0. 516 NPL 0. 565

SAU 0. 352 KGZ 0. 441 EST 0. 478 GRC 0. 522 MKD 0. 565

MNG 0. 360 PAK 0. 444 BRN 0. 479 LVA 0. 531 ARM 0. 568

IDN 0. 366 QAT 0. 445 BGD 0. 480 AZE 0. 534 MDA 0. 599

KAZ 0. 374 POL 0. 446 JOR 0. 481 ALB 0. 537 BIH 0. 607

HUN 0. 381 KHM 0. 447 SVN 0. 484 CYP 0. 540 MDV 0. 629

　 　 　 　 注:本文的国家代码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 ISO3 国家代码一致。 下文同。

由表 2 可知,与中国的年均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是越南,其次是阿联酋、泰国、新加坡、沙特阿

拉伯、蒙古等国,而摩尔多瓦、波黑、马尔代夫、马其顿、亚美尼亚等国与中国的年均贸易成本相对偏

高。 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区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见表 1),得
到这三类国家与中国的年均贸易成本分别为 0. 477、0. 426、0. 514,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年均贸易成本较低,说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越相似,越有利于节约贸易成本。

本文进一步从动态角度考察 2007—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成本变化,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与孙瑾和杨英俊[24]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在 1993—2013 年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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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显著下降的结论不同,考察期内所有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成本变化不大,平均每年的变化幅

度介于-0. 07% ~ 0. 03%之间。 多数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成本呈逐年下降态势,但仍有个别国家如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泰国、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与中国的平均贸易成本轻微上升。
表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成本变化(%)

国家代码 Δτij 国家代码 Δτij 国家代码 Δτij 国家代码 Δτij 国家代码 Δτij

VNM -0. 079 LTU -0. 009 CYP -0. 003 HUN 0. 001 PAK 0. 007

ARE -0. 034 MKD -0. 008 BGR -0. 003 TUR 0. 001 THA 0. 008

AZE -0. 017 ARM -0. 008 BIH -0. 003 SGP 0. 001 IDN 0. 008

SVK -0. 017 SVN -0. 008 LVA -0. 002 MDV 0. 002 BHR 0. 011

KHM -0. 014 QAT -0. 007 BLR -0. 002 BRN 0. 002 IND 0. 012

LAO -0. 012 BGD -0. 005 LBN -0. 001 NPL 0. 004 SAU 0. 014

CZE -0. 012 POL -0. 005 UZB -0. 001 MNG 0. 005 KWT 0. 015

GEO -0. 011 EST -0. 004 GRC -0. 001 HRV 0. 006 KAZ 0. 026

MDA -0. 010 LKA -0. 004 ALB 0. 0003 JOR 0. 007 KGZ 0. 026

　 　 　 　 注:负值表示贸易成本下降,正值表示贸易成本上升。

(2)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考虑到本文研究视角有别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在进行国别研究时更适用于采用经典的索洛余

值法②估计全要素生产率[25](TFP,用 tfp 表示变量),将生产函数设定为规模报酬不变的 CD 生产函数:

Yt = AtK
θ
t H1-θ

t (7)
其中,A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K 表示资本存量,H 表示劳动力投入。 对式(7)作对数处理后进行

回归,实际值与估计值之差再取各国的年均值即得到 2007—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均全

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列于表 4。
表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

国家代码 TFP 国家代码 TFP 国家代码 TFP 国家代码 TFP
MNG -0. 525 MKD -0. 177 LBN -0. 001 HRV 0. 142
NPL -0. 472 GEO -0. 153 LVA -0. 0001 SVN 0. 144
KGZ -0. 376 ARM -0. 149 CZE 0. 011 BIH 0. 147
LAO -0. 348 BGD -0. 145 KHM 0. 026 ARE 0. 156
BLR -0. 292 JOR -0. 138 TUR 0. 030 HUN 0. 196
ALB -0. 269 IDN -0. 132 SAU 0. 036 LTU 0. 205
IND -0. 241 BHR -0. 100 BGR 0. 040 CYP 0. 257
VNM -0. 211 EST -0. 067 SGP 0. 042 POL 0. 276
LKA -0. 210 UZB -0. 061 THA 0. 064 PAK 0. 407
MDA -0. 204 BRN -0. 035 AZE 0. 086 KWT 0. 419
QAT -0. 188 KAZ -0. 004 SVK 0. 108 GRC 0. 598

　 　 　 　 注:马尔代夫数据缺失。

从表 4 可以看到,TFP 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希腊、塞浦路斯、波兰、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国,并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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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应用最广泛的是 OP 方法[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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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占据多数;TFP 较低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中,TFP 最低的国家有蒙古、尼泊尔、老
挝、吉尔吉斯斯坦以及白俄罗斯等。

进一步从动态角度考察 2007—2017 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TFP 的年均变化,如表 5 所示。
2017 年大多数国家的年均 TFP 较 2007 年均有所增长,其中乌兹别克斯坦、黎巴嫩、卡塔尔、亚美尼

亚、新加坡和卢森堡等国年均 TFP 的增长较大。
表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

国家代码 ΔTFP 国家代码 ΔTFP 国家代码 ΔTFP 国家代码 ΔTFP
GEO -0. 672 LAO 0. 179 MNG 0. 356 AZE 0. 762
IDN -0. 401 IND 0. 239 BIH 0. 361 KAZ 0. 800
CYP -0. 205 SVN 0. 255 VNM 0. 379 EST 0. 944
THA -0. 140 KGZ 0. 268 BGR 0. 382 LVA 0. 953
KWT -0. 092 SAU 0. 282 HRV 0. 541 LTU 0. 966
PAK 0. 102 TUR 0. 289 SVK 0. 577 SGP 1. 310
HUN 0. 111 MDA 0. 293 JOR 0. 595 BRN 1. 924
BGD 0. 120 KHM 0. 313 CZE 0. 611 ARM 2. 090
POL 0. 142 ALB 0. 324 MKD 0. 612 QAT 2. 122
ARE 0. 169 BLR 0. 325 BHR 0. 695 UZB 4. 313
NPL 0. 170 GRC 0. 331 LKA 0. 737 LBN 4. 915

　 　 　 　 　 注:负值表示 TFP 下降,正值表示 TFP 上升。

4. 控制变量

借鉴经典文献,选取经济距离(dgdp)、地理距离(dist)、关税税率(tarr)、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

创新水平(patent)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关税税率(tarr)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有产品的适用关

税税率经加权平均后计算得到的整体关税税率;技术创新(patent)采用沿线国家申请的专利数量来衡

量,该值越高,表明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 TFP 的提升从而促进双边贸易[26] ;经济距离(dgdp)、
地理距离(dist)的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 WDI 数据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见表 6。
表 6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export:出口贸易 495 21. 454 1. 762 17. 031 24. 999

import:进口贸易 495 19. 897 2. 583 10. 786 24. 728

trade:总贸易 495 21. 810 1. 830 17. 042 25. 322

中介变量
cost:贸易成本 495 -0. 794 0. 229 -2. 088 -0. 420

tfp:全要素生产率 472 -0. 023 0. 279 -0. 872 0. 949

关注变量 internet:互联网基础设施 495 5. 576 1. 965 0
 

　 10. 980

控制变量

dgdp:经济距离 495 8. 504 1. 341 2. 193 11. 377

dist:地理距离 495 8. 607 0. 388 7. 486 8. 995

fdi:外商直接投资 477 21. 367 1. 636 13. 811 25. 041

tarr:适用税率 440 3. 713 3. 375 0
 

　 20. 750

patent:技术创新 349 5. 294 1. 812 0
 

　 9. 488

　 　 　 　 　 　 　 注:trade、export、import、cost、internet、dgdp、dist、fdi、patent 等绝对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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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采用 2007—2017 年中国与 4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7。 其中,模型(1)—(4)是对递归方

程(1)的估计,检验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贸易规模的影响;模型(5)和(6)是基于递归方程(2)和(3)衡量

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模型(7)和(8)是基于递归方程(2)和(3)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 表 7
中,模型(1)—(4)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衡量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在控制了一系列因素

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贸易规模的影响依然显著,证实了研究假设 1。 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都符合

预期,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距离越近、经济距离越大,沿线国家的关税税率越低、外
商直接投资规模越大、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

表 7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双边贸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trade cost trade tfp trade

(1) (2) (3) (4) (5) (6) (7) (8)

internet 0. 253∗∗∗

(0. 000)
0. 251∗∗∗

(0. 000)
0. 252∗∗∗

(0. 000)
0. 275∗∗∗

(0. 000)
-0. 022∗∗∗

(0. 005)
0. 204∗∗∗

(0. 000)
0. 056∗∗∗

(0. 001)
0. 256∗∗∗

(0. 000)

dgdp 0. 116
(0. 158)

0. 148∗∗

(0. 022)
0. 174∗∗∗

(0. 004)
-0. 004
(0. 556)

0. 159∗∗∗

(0. 002)
-0. 005
(0. 765)

0. 177∗∗∗

(0. 007)

dist -1. 967∗∗∗

(0. 000)
-2. 145∗∗∗

(0. 000)
-2. 501∗∗∗

(0. 000)
0. 349∗∗∗

(0. 000)
-1. 358∗∗∗

(0. 002)
0. 126

(0. 138)
-2. 590∗∗∗

(0. 000)

tarr -0. 061∗∗∗

(0. 000)
-0. 037
(0. 178)

0. 013∗

(0. 085)
0. 007

(0. 751)
-0. 018∗

(0. 070)
-0. 040
(0. 138)

fdi 0. 058∗

(0. 055)
-0. 014∗∗

(0. 020)
0. 012

(0. 597)
-0. 053∗∗∗

(0. 008)
0. 081∗∗

(0. 021)

patent 0. 243∗∗∗

(0. 000)
-0. 009
(0. 393)

0. 215∗∗∗

(0. 000)
0. 005

(0. 771)
0. 246∗∗∗

(0. 000)

cost -3. 254∗∗∗

(0. 000)

tfp 0. 327
(0. 145)

cons 20. 401∗∗∗

(0. 000)
36. 350∗∗∗

(0. 000)
37. 851∗∗∗

(0. 000)
38. 161∗∗∗

(0. 000)
-3. 355∗∗∗

(0. 000)
27. 175∗∗∗

(0. 000)
-0. 224
(0. 782)

38. 506∗∗∗

(0. 000)
N 495 495 440 308 308 308 301 30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显著;括号内为 P 值。 下文同。

模型(5)—(6)主要检验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贸易成本渠道产生的中介效应。 模型(5)中,互
联网基础设施(internet)的估计系数为-0. 022,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越完善,越
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 地理距离( dist)、关税税率( tarr)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都显著为正。 模型

(6)同时纳入互联网基础设施(internet)和贸易成本(cost)后,互联网基础设施(internet)的估计系数

依然显著,贸易成本(cost)的估计系数为-3. 254,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贸易成本存在中介效应。
根据逐步检验法的思路,本文计算出中介效应为 26. 03%③,并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之比为 0. 35,

③中介效用的大小为 λσ / β1,即 0. 022∗3. 254 / 0. 275 = 2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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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有 26. 03%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实现,故研究假设 2 得证。
模型(7)—(8)主要检验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 TFP 对跨境贸易的中介效应。 模型(7)中,互联

网基础设施(internet)对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互联网基

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模型(8)同时纳入互联网基础设施( internet)和全要素生

产率(tfp)估计对贸易总量的影响时,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未出现统计上的显著特

征,因此本文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结果依然不显著,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

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跨境贸易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二)异质性检验

1. 区分贸易方向

考虑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不同贸易方向(出口、进口)的中介效应有所差异,同时为了避免在引

力模型回归中出现“银牌错误” [27] ,本文在后续的回归模型中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总体

贸易区分出口和进口,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围绕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与这些沿线国家对中国

出口贸易之间的中介效应展开检验,估计结果列于表 8。
表 8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export cost export tfp export

(1) (2) (3) (4) (5) (6) (7) (8)

internet 0. 358∗∗∗

(0. 000)
0. 355∗∗∗

(0. 000)
0. 356∗∗∗

(0. 000)
0. 509∗∗∗

(0. 000)
-0. 022∗∗∗

(0. 005)
0. 406∗∗∗

(0. 000)
0. 056∗∗∗

(0. 001)
0. 456∗∗∗

(0. 000)

dgdp 0. 126∗∗

(0. 038)
0. 108

(0. 105)
0. 054

(0. 465)
-0. 004
(0. 556)

0. 034
(0. 569)

-0. 005
(0. 765)

0. 064
(0. 403)

dist -2. 533∗∗∗

(0. 000)
-2. 639∗∗∗

(0. 000)
-3. 058∗∗∗

(0. 000)
0. 349∗∗∗

(0. 000)
-1. 316∗∗

(0. 020)
0. 126

(0. 138)
-3. 208∗∗∗

(0. 000)

tarr -0. 037∗∗

(0. 033)
-0. 037
(0. 261)

0. 013∗

(0. 085)
0. 030

(0. 407)
-0. 018∗

(0. 070)
-0. 022
(0. 545)

fdi 0. 057
(0. 213)

-0. 014∗∗

(0. 020)
0. 001

(0. 985)
-0. 053∗∗∗

(0. 008)
0. 127∗∗∗

(0. 004)

patent 0. 069
(0. 471)

-0. 009
(0. 393)

0. 054
(0. 535)

0. 005
(0. 771)

0. 065
(0. 504)

cost -5. 024∗∗∗

(0. 000)

tfp 1. 015∗∗∗

(0. 001)

cons 17. 898∗∗∗

(0. 000)
38. 645∗∗∗

(0. 000)
39. 838∗∗∗

(0. 000)
41. 626∗∗∗

(0. 000)
-3. 355∗∗∗

(0. 000)
24. 365∗∗∗

(0. 000)
-0. 224
(0. 782)

41. 618∗∗∗

(0. 000)

N 495 495 440 308 308 308 301 301

　 　 模型(1)—(4)中,互联网基础设施( internet)的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模型

(5)—(6)中,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在控制贸易成本对出

口的影响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贸易成本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经测

算,贸易成本在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影响出口贸易中的中介效应为 21. 71%,并且间接效应和

直接效应之比为 0. 27,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有 21. 71%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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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的下降所致。 模型(7)—(8)中,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在控制 tfp 对出口的影响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出口的影响依然显著,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部分

中介效应显著。 通过逐步检验法计算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在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影响出口贸易

中的中介效应为 11. 17%,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之比为 0. 12,说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有 11. 17%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所致。

围绕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与这些国家对中国进口

贸易之间的中介效应展开检验,估计结果列于表 9。 由模型( 1)—( 4) 可知,互联网基础设施

(internet)的进口贸易效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5)和(6)中,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贸易成本的

影响在 1%水平显著为负,并且在控制贸易成本对进口的影响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依然

显著。 根据逐步检验法的思路,计算得到中介效应为 24. 54%,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之比为 0. 33,
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有 24. 54%由贸易成本下降所致。 模

型(7)—(8)中,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影响进口贸易中的中介效应

并不显著。
表 9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进口贸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import cost import tfp import

(1) (2) (3) (4) (5) (6) (7) (8)

internet 0. 234∗∗∗

(0. 000)
0. 234∗∗∗

(0. 000)
0. 237∗∗∗

(0. 000)
0. 245∗∗∗

(0. 000)
-0. 022∗∗∗

(0. 005)
0. 182∗∗∗

(0. 000)
0. 056∗∗∗

(0. 001)
0. 230∗∗∗

(0. 000)

dgdp 0. 127
(0. 136)

0. 160∗∗

(0. 014)
0. 206∗∗∗

(0. 000)
-0. 004
(0. 556)

0. 191∗∗∗

(0. 000)
-0. 005
(0. 765)

0. 208∗∗∗

(0. 000)

dist -1. 748∗∗∗

(0. 002)
-1. 924∗∗∗

(0. 001)
-2. 270∗∗∗

(0. 000)
0. 349∗∗∗

(0. 000)
-1. 305∗∗∗

(0. 009)
0. 126

(0. 138)
-2. 346∗∗∗

(0. 000)

tarr -0. 059∗∗∗

(0. 000)
-0. 022
(0. 425)

0. 013∗

(0. 085)
0. 014

(0. 534)
-0. 018∗

(0. 070)
-0. 027
(0. 316)

fdi 0. 083∗∗

(0. 011)
-0. 014∗∗

(0. 020)
0. 038

(0. 157)
-0. 053∗∗∗

(0. 008)
0. 100∗∗∗

(0. 009)

patent 0. 279∗∗∗

(0. 000)
-0. 009
(0. 393)

0. 254∗∗∗

(0. 000)
0. 005

(0. 771)
0. 282∗∗∗

(0. 000)

cost -2. 733∗∗∗

(0. 000)

tfp 0. 232
(0. 287)

cons 20. 148∗∗∗

(0. 000)
34. 114∗∗∗

(0. 000)
35. 565∗∗∗

(0. 000)
34. 958∗∗∗

(0. 000)
-3. 355∗∗∗

(0. 000)
25. 877∗∗∗

(0. 000)
-0. 224
(0. 782)

35. 302∗∗∗

(0. 000)

N 495 495 440 308 308 308 30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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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区分经济发展差异

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一步细分样本,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 10 和表 11。 表 10 是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 10 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每提高一个百分比,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

加 0. 483 个百分比,并且贸易成本(cost)的估计系数为-6. 42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贸易成本

的中介效应明显,经逐步检验法计算得到贸易成本中介效应发挥 35. 93%的作用,间接效应和直接

效应之比为 0. 54;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贸易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运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行

检验,由于样本量过小难以得到可信的结论,观察发现全要素生产率( tfp)对出口贸易回归系数的 P
值为 0. 107,仍然不显著。 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进口贸易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在 1%的水平

上显著,经逐步检验法测算发挥了 32. 68%的作用,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之比为 0. 55;全要素生产率

(tfp)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表 10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进、出口贸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达国家样本)

变量 export cost export tfp export

internet 0. 483∗∗∗ -0. 027∗∗∗ 0. 319∗∗∗ 0. 091∗∗∗ 0. 421∗∗∗

cost -6. 427∗∗∗

tfp 0. 663

dgdp -0. 456∗∗∗ 0. 018∗∗ -0. 321∗∗∗ -0. 132 -0. 358∗∗∗

dist 5. 221 -0. 068 3. 692∗ 1. 134 4. 994

tarr -0. 567∗∗∗ 0. 045∗∗∗ -0. 265∗ -0. 057 -0. 529∗∗∗

fdi 0. 117∗ -0. 010∗∗∗ 0. 053 -0. 046 0. 144∗∗

patent 0. 247∗∗ -0. 019 0. 204∗∗∗ 0. 004 0. 205

变量 import cost import tfp import

internet 0. 271∗∗∗ -0. 027∗∗∗ 0. 162∗∗ 0. 091∗∗∗ 0. 288∗∗∗

cost -3. 280∗∗∗

tfp -0. 176

dgdp 0. 124∗∗ 0. 018∗∗ 0. 152∗∗∗ -0. 132 0. 109∗

dist 0. 299 -0. 068 0. 386 1. 134 0. 528

tarr -0. 271 0. 045∗∗∗ -0. 115 -0. 057 -0. 278

fdi 0. 126∗∗∗ -0. 010∗∗∗ 0. 069∗∗ -0. 046 0. 117∗∗∗

patent 0. 341∗∗∗ -0. 019 0. 275∗∗∗ 0. 004 0. 339∗∗∗

　 　 表 11 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贸易中,互联网基础设施每提高一个百分比,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增加 0. 350 个百

分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但运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中介

效应不显著。 在沿线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中,互联网基础设施每提高一个百分比,沿线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量增加 0. 192 个百分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运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

行检验,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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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互联网基础设施对进、出口贸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展中国家样本)

变量 export cost export tfp export

internet 0. 350∗∗∗ -0. 039∗∗∗ 0. 331∗∗∗ 0. 010 0. 326∗∗∗

cost -0. 718∗

tfp 0. 795∗∗

dgdp 0. 173∗∗ -0. 009 0. 173∗∗∗ 0. 007 0. 185∗

dist -1. 110 0. 233∗∗ -0. 981 0. 178 -1. 348

tarr -0. 005 0. 012 0. 004 -0. 033∗∗∗ 0. 003

fdi 0. 148∗ -0. 072∗∗ 0. 117 0. 001 0. 192∗∗

patent 0. 238∗∗ 0. 027 0. 242∗∗ -0. 009 0. 256∗∗∗

变量 import cost import tfp import

internet 0. 192∗∗ -0. 039∗∗∗ 0. 180∗∗ 0. 010 0. 174∗∗

cost -0. 470∗

tfp 0. 578∗∗

dgdp 0. 198∗∗∗ -0. 009 0. 192∗∗∗ 0. 007 0. 190∗∗∗

dist -0. 548 0. 233∗∗ -0. 462 0. 178 -0. 728

tarr -0. 007 0. 012 0. 002 -0. 033∗∗∗ -0. 002

fdi 0. 207∗∗∗ -0. 072∗∗ 0. 194∗∗∗ 0. 001 0. 224∗∗∗

patent 0. 313∗∗∗ 0. 027 0. 306∗∗∗ -0. 009 0. 328∗∗∗

五、结论与启示

互联网基础设施拓展了基础设施的内涵与外延,契合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对跨境贸易产生

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以及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会明显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

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区分贸易方向、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都会促进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中

介效应主要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

中。 换言之,在“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影响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贸易成本

的中介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不明显,但在沿线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基

础设施影响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同时存在,均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审时度势,主动承担起大国

责任,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力主有序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贸易

便利化自由化。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 在新时代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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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一种信息技术的载体,将有力地推进国际贸易发展。 面对形势严峻的中美贸

易摩擦,中国既要积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激发沿线国家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潜力,挖掘和培育对外贸易增长新动能,也要结合外贸结构调整需要,针对

不同经济发展差异的沿线国家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合理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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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trad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effectively
 

stimulate
 

trade
 

effects 
 

and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world
 

trad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trade
 

cos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this
 

paper
 

constructs
 

panel
 

data
 

between
 

China
 

and
 

45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7
 

to
 

2017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trad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us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he
 

overall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conducive
 

to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ose
 

countries 
 

and
 

the
 

trade
 

effect
 

is
 

mainly
 

achieved
 

by
 

reducing
 

trade
 

costs
 

rather
 

than
 

increas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has
 

obvious
 

trade
 

effects
 

regardless
 

of
 

the
 

difference
 

in
 

trade
 

direction
 

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rade
 

cost
 

mainly
 

occurs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o
 

China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ainly
 

occurs
 

in
 

the
 

export
 

trade
 

of
 

countries
 

to
 

China
 

and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hina.
 

In
 

the
 

new
 

situation 
 

China
 

should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
 

layout
 

and
 

grasp
 

the
 

intensity
 

of
 

construction 
 

not
 

only
 

cultivate
 

the
 

new
 

kinetic
 

energy
 

of
 

trade
 

growth 
 

but
 

als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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